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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实体企业促进数实融合提升发展质量

何德旭，　张　昊，　刘蕴霆

［摘要］　数实融合能够为经济发展提供动力来源。将“数实融合”中的“数”理解为“数

字经济”而不是单纯的“数字技术”，能够体现更为丰富的含义并更为完整地反映现实产业

活动。技术要素利用、数据资源开发与网络效应发挥是数实融合过程中的主要形式，但它

们在不同领域中的实现基础和进展情况存在差异。在微观层面，实体经济企业与数字经济

企业的成本收益条件不能总是得到满足，是数实融合障碍的主要体现。其中，较好地完成

了数字产业化或产业数字化程度较深的实体经济企业，即“新型实体企业”的作用值得关

注。它们既是数实融合的重要载体，又能够依托已经实现的较为丰富的数实融合应用形式

发挥网络效应和协同效应优势，在与更多实体经济企业开展合作的过程中内化初期投入成

本、加快形成正向反馈，从而使数实融合形成“滚雪球效应”并提升社会经济发展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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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当前，新一代数字信息技术的创新发展与产业化运用对社会经济产生了深刻影响。2023 年 12
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要“以科技创新引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特别是以颠覆性技

术和前沿技术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发展新质生产力”。其中，发展数字经济、支持数字经济

被专门提及。①数字经济由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构成，在其自身发展的同时，能够进一步推动

农业、制造业、服务业等实体经济的数字化、智能化转型，这既为新一轮增长带来了动力、注入了活

力，又提升了整个社会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潜力。但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融合（简称数实融合②）
并非一蹴而就，而是有其发生的内在条件，且仍然面临着一些现实障碍（陈雨露，2023）。最为关键

的是，作为微观主体的数字经济企业或实体经济企业要能够形成良好的结果预期，并能真正在数实

融合中受益。值得注意的是，在数实融合过程中出现了“新型实体企业”的提法，这些企业被认为能

够以新一代信息技术为支撑，在生产、流通过程中充分运用数字化、智能化手段促进产业链、供应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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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本增效，推动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发展。那么，目前微观企业层面的数实融合有着怎样的实现

机制，本身属于实体经济范畴的新型实体企业又如何进一步推动数实融合？

目前，许多理论研究都关注到了数实融合的微观层面，将微观企业行为作为数实融合的重点或

基础。洪银兴和任保平（2023）指出，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是以企业数字化转型为基础的，解决

“不愿融合”的问题就要推动企业的数字化转型。陈雨露（2023）将微观企业层面数实融合发展的主

要途径概括为数字化战略、业务数字化、管理数字化、资源与能力数字化以及数字化价值挖掘五个

方面，并与中观产业层面的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以及宏观社会经济层面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

社会经济的数字化转型进行了区分。

围绕数实融合的经验研究则主要采取了企业数字化转型的视角。采用定性方法的研究文献对

企业数字化过程做出了具体的阶段划分。例如，王永贵等（2023）以施耐德电气为案例，将传统制造

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分为数字化知识生成的自主转型和数字化知识共享的赋能转型两个关键阶段；

焦豪等（2023）以小米为案例，将其数字平台生态系统的构建过程分为基于明星产品的初始创建阶

段、基于组合产品的规模扩展阶段和基于场景化产品的跨界扩张阶段。尽管这些研究涉及了数字

化平台构建完成以后的“赋能”作用，但研究视角多关注于已经实现数字化的大型领军企业，难以充

分回答目前大量处于“行业中部”的企业及中小企业如何更好实现数实融合的问题。

采用定量分析的经验研究能够涵盖更大范围的企业样本，但对微观层面数实融合的刻画更为

抽象，总体上看主要有以下方式：①将企业加入数字化平台作为数实融合的标识，如吕越等（2023）
考察了加入 1688 平台接受数字化“赋能”对制造企业创新的影响，并以此分析数实深度融合下的创

新路径。②以企业自身在数字信息技术方面的专利情况来衡量数字化转型情况，如胡增玺和马述

忠（2023）、黄勃等（2023）通过文本分析识别企业数字专利来测度数字技术创新水平。③以数字化

投入水平来刻画数字化转型程度，如刘淑春等（2021）考察了企业各类数字化转型项目投资对投入

产出效率的影响。还有一些研究考察了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因素，如企业内部的管理层异质性

（张昆贤和陈晓蓉，2021）、家族代际传承（李思飞等，2023），以及外部的财政科技支出（吴非等，

2021）等；另一些研究则关注到数字化在收入差距（张云和柏培文，2023）、污染治理（余典范等，

2023）等诸多方面的社会经济效应。但这些文献涉及数实融合的部分主要是采用文本分析等方法

对企业数字化的程度进行整体评价，这里不再赘述。

不难发现，已有研究仍存在以下不足：①对数实融合与实体经济企业数字化转型之间的关系认

识不够明确。已有文献多将“数实融合”中的“数”表述为“数字经济”，以此理解，实体经济和数字经

济两者间本身就存在交叉（陈雨露，2023），数实融合就在于扩大二者的交集。而数字经济又是由产

业数字化与数字产业化两部分构成的，所以对数实融合的认识不应过于侧重实体经济企业的数字化

转型。②对实体经济企业获得数字技术并将其融入生产经营活动的机制认识不够细致。获得赋能、

直接购买数字技术专利乃至自我研发都是企业实现数字技术应用的途径，但已有研究对这些方式的

特点和难度缺乏区分比较。事实上，这一点又与不同类型微观主体在数实融合中作用角色的差异有

着密切关联。③已经数字化的实体经济企业在进一步数实融合中的作用还有待深入研究。现实中，

这些承载数字技术的企业既是数实融合的成果，也在推动数实融合深化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鉴于上述认识，本文拟先对数实融合的含义、形式及其实现条件和障碍进行分析，然后对“新型

实体企业”这一概念加以溯源和辨析，以此为基础阐明其在数实融合中扮演的微观角色，以及通过

促进数实融合推动社会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作用。最后，提出进一步发挥新型实体企业等微观主体

作用、推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的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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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数实融合的含义、形式与实现条件

1. 数实融合的含义

在理解“数实融合”含义的过程中，“数”既可以被看作是“数字经济”的简称，也可以被解读为

“数字技术”，而数字技术只是数字经济的技术特征。①从涉及顶层设计和宏观布局的重要论述和

政策文件看，这两种表述都有存在。一方面，推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相融合，已经成为一项

重要的国家战略。2017 年底，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次集体学习时就指出，要加快

发展数字经济，推动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融合发展，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同实体经济深度

融合。②2022 年初，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刊发署名文章《不断做强做优做大我国数字经济》，

明确提出要“推动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融合发展”。③党的二十大报告进一步提出“加快发展数字

经济，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④另一方面，数

字技术是数字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与动力来源，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融合必然要求以移动互联

网、5G、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等为代表的新一代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相互融合。《中华人民共和

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要“充分发挥海量数据和

丰富应用场景优势，促进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赋能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催生新产业新业

态新模式，壮大经济发展新引擎”。⑤《“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也指出，要以数据为关键要素，

以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为主线，加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完善数字经济治理体系，协同推

进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赋能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培育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不断做强做优做

大数字经济。

目前，理论界、产业界对数实融合很少做出专门的界定（欧阳日辉，2022），但事实上将数实融合

中的“数”解读为“数字经济”或“数字技术”，二者的含义存在一定区别。从概念范畴看，数字技术与

实体经济融合的范围要略大一些，因为其中还包括“做大”数字经济本身的内容，即产业化程度较

低、尚未被认为是“数字经济”的部分与实体经济相融合。而若将“数”理解为数字经济，则数实融合

的概念含义将更为丰富，并更能完整反映现实产业活动。一方面，数字经济不仅是指数字技术，还

包括已经形成的数字技术应用实践，其微观基础则是大量的数字经济企业主体。数字经济与实体

经济融合，能够体现出实体经济企业数字化转型可以是由数字经济企业与之合作来实现的，即数字

经济企业为数字技术引入实体经济企业提供载体和动力。现实中，数实融合过程中的技术创新应

用与企业转型发展也更多地发生在没有明确边界的“交叉地带”，而不是对数字技术专利的直接市

①　根据国家统计局 2021 年发布的《数字经济及其核心产业统计分类》，数字经济是“以数据资源作为关键生

产要素、以现代信息网络作为重要载体、以信息通信技术的有效使用作为效率提升和经济结构优化的重要

推动力的一系列经济活动”。

②　参见《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审时度势精心谋划超前布局力争主动  实施国家大

数据战略加快建设数字中国》，《人民日报》，2017 年 12 月 10 日，第 1 版。

③　参见习近平：《不断做强做优做大我国数字经济》，《求是》，2022 年第 2 期。

④　参见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

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 年，第 30 页。

⑤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北京：人民出版

社，2021 年，第 4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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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化买卖（林雪萍，2020）。另一方面，数字经济同时包括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二者与实体经

济融合的重点与路径是有区别的。其中，数字产业化更多地体现了数字技术、数字产品与服务、数

字基础设施投入实体经济并发挥作用的过程，而产业数字化部分与实体经济融合则意味着已经数

字化的企业形成进一步带动更多实体经济企业完成数字化转型的溢出效应。现实的数实融合过程

中，数字产业化领域中侧重提供数字技术与数字产品的企业，与产业数字化领域中数字化之后的制

造和服务企业也都能够发挥“赋能”作用。由此，本文倾向于从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的角度来

理解数实融合，其结果是实体经济中的“数字实体经济”部分（陈雨露，2023）得到扩大。

2. 数实融合的形式

根据数实融合的含义，结合数字经济的组成部分及其与实体经济部门间的关系，可以引申出数

实融合的三种具体形式：①侧重技术要素利用，即直接利用新一代数字信息技术，以新工具、新方法

完成过去工序繁复、高差错率的作业任务，改善实体经济产业的生产经营活动。例如，数字经济与

农业、制造业相结合形成了多种新的数字化应用场景，有效提升后者的自动化、智能化水平。②侧

重数据资源开发，即数字经济企业利用长期经营积累的海量数据信息，运用专业的分析工具为实体

经济企业提供决策支持。例如，基于客户评论的大数据分析得到的用户需求信息，可以指导上游制

造商实现“反向定制”（Customer to Manufacture，C2M），生产更受市场欢迎的产品；根据历史经验、促

销强度等多维信息得到的销量预测数据，能够帮助制造商合理安排生产进度，优化原材料、中间品

及产成品库存，提升供应链效率。③侧重网络效应发挥，即大型数字经济企业依托其业务模式形成

平台经济属性，通过不断积累双边或多边顾客实现更加有效的产品与要素的供求匹配。例如，大型

数字经济企业构建涵盖零售、支付、科技、进出口、供应链金融等多个领域的数字化生态圈，能够帮

助其产业用户实现更为广泛的顾客触达。

数实融合不仅可以表现为上述一种细分形式，两种或更多形式的综合也十分普遍（见图 1），这

是由数字经济本身所具有的内在联系决定的。以数字技术为支撑的智能化决策离不开数据支持，大

数据分析可以成为其基础，由此形成技术要素利用与数据资源开发之间的交叉。构建多元化、多层

次的数字化生态，又在实现更大程度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的同时，为更多维度、更大规模的数据积累

提供了条件，由此形成网络效应发挥与数据资源开发之间的交叉。接入更多用户主体来构建具有广

泛覆盖面的数字化平台，能够为提升产品与要素供求匹配的有效性和准确度提供支持，这反过来又

成为吸引用户加入、强化网络效应的基础，由此形成网络效应发挥与技术要素利用之间的交叉。上

述三者还可进一步交织、互为基础，以良性循环推动数实融合实现螺旋上升式进展。

图 1　数实融合的主要形式及交叉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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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注意的是，不同产业中数实融合各种实现形式的应用基础有所不同，继而数实融合程度也

会存在差别。典型地，生活服务业中的“数字商贸”发展起步较早，数字技术在这一领域中的产业化

应用程度较深，其条件是这一领域中以电子商务为基础的经营模式能够自然地积累大规模数据；并

且，这一领域中的企业本身在信息技术应用方面具有良好条件，能够充分开发数据资源，利用技术

要素提高商品销售与物流活动效率；加之庞大顾客群体带来的网络效应，具有正向反馈的良性循环

得以形成。数字经济与制造业的融合则更多地表现为一种有意识的行动，需要对传统生产经营模

式进行改造来引入数据采集、信息处理、智能决策的一整套数字化生产流程，表现为数字化转型，其

主要目的是适应多元化、个性化生产模式并以此形成竞争优势（William and Peter， 2017）。这意味

着，生产制造领域的数实融合在初期更加需要决策者意志和专门投入（刘淑春等，2021；张昆贤和陈

晓蓉，2021；李思飞等，2023）。如果企业能够跨越这一门槛并不断推动数字化应用，则随着数字资

源的开发与技术要素的利用，正向激励将逐渐产生。但制造业数实融合的网络效应受到产业用户

数量规模的限制，在这方面取得较好效果的企业往往采取了向产业链上下游延伸或构建产业发展

平台的做法（王永贵等，2023；焦豪等，2023）。农业领域的数实融合同样需要强有力的“第一推动”，

但这往往受制于农业经营主体的资金积累与数字化观念。加之农村基础设施薄弱、数字农业人才

缺乏、农产品利润率偏低等原因，数字技术企业在农业领域推进产业化的意愿也被削弱，网络效应

及与之相应的正向反馈更难以形成。

从实际情况看，不同领域数实融合进展确实并不一致。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发布的《中国数字

经济发展研究报告》（2023）测算了数字经济在三次产业中的渗透率（见图 2），2016—2022 年，包括

各种服务业的第三产业数字经济渗透率明显高于其他两个产业，且增长速度较快，2022 年时达到

45% 左右。而以农业为主的第一产业和以制造业为主的第二产业渗透率则分别为 10.5% 和 24%。

此外，诸多文献中也有“消费互联网”发展先于或快于“产业互联网”，以及要推动“消费互联网”向

“产业互联网”转化的提法（马述忠等，2018；杨倜龙和郭克莎，2023；丁述磊等，2024），反映出不同领

域在数实融合的应用条件，以及由此带来的初期门槛要求与后续内生动力方面存在的差异。

图 2　数字经济在三次产业中的渗透率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研究报告》（2023）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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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数实融合的实现条件及障碍

从上述分析已经可以看出，现实中的数实融合并非一蹴而就，而是要具备一定的主客观条件。

在微观层面，数实融合既可以由主要从事数字经济活动的企业与主要从事实体经济的企业通过彼

此合作来实现，也可以由原先主要从事数字经济或实体经济活动的一家企业通过经营创新与业务

发展来完成。但数实融合作为经营主体的一项行为决策，需要同时考虑收益和成本两个方面。尤

其对于推动产业数字化的企业而言，运用数字信息技术本身不是目的，而是要通过数字化转型提升

经营能力。因而，顺利、持续地推进数实融合的条件就在于能够使企业受益，如果是要通过合作来

实现的，则双方应当都能够在合作中获得长期共赢。

收益方面。数字经济企业可以在从事实体经济活动或与实体经济企业合作的过程中提高双边或

多边市场的网络外部性，获得接触更多产业用户的机会，进而为积累、丰富数据资产提供条件。实体

经济企业可以通过在要素交易市场购买数字技术产品，自主投入进行数字技术应用研发，以及与数字

经济企业合作等途径实现经营活动的数字化、信息化转型，其作用既有可能体现为已有业务实现降本

增效、提高盈利水平，即提高集约边际；也可以表现为形成新的经营能力、延伸业务内容，即提高拓展

边际。此外，数实融合过程还为更多实体经济企业实现彼此协作提供了途径和平台，直至形成更为高

效的产业链、供应链整合。由此构建的合作生态将产生多重“1+1>2”相互叠加的效果，带来倍乘效应。

成本方面。对于实体经济企业而言，无论以哪种方式推进数字化，都需要完成企业内部业务流

程、组织管理等方面的重大变革（刘政等，2020）。这意味着，数实融合首先需要实体经济企业具备进

行数字化发展的理念，完成必要的准备。若在准备尚不充分的情况下盲目导入信息技术，则有可能使

企业陷入“IT 陷阱”（彭建平，2012）。尤其传统制造企业和中小企业更容易出现资源、能力不足的问

题，往往会影响其对数字化技术的应用（Li et al.， 2018；Liu et al.， 2020）。除了准备阶段需要进行投入

以外，数字化转型本身也需要付出成本，且具有不确定性（Matt et al.， 2015）。而数字化转型一旦开始，

企业往往需要不断地在优化内部管理的同时根据新的需要增加数字化投入，由此形成互动匹配的发

展过程（谢莉娟和毛基业，2021）。加之数字信息技术本身的发展，数字化总是会表现为一个只有程度

不同而始终没有“完成时”的过程。此外，在转型过程中，既了解企业经营管理又具有良好数字信息技

术素养、能够适应企业数字化需求的专门人才依然较为匮乏。这不仅表现在数字化人才在总量规模

上存在不足，还体现为高素质人才集中的地域分布与分散在各地的用人企业之间存在空间上的结构

性矛盾。这些原因都导致不少实体经济企业虽然对转型的好处有所了解，但仍然保持观望态度（张

昊，2021）。数字经济企业也需要在开展实体经济活动或与实体经济企业合作的过程中投入成本。尤

其是对以数字技术研发为起点的企业而言，推动数字产业化的前提是要对实体经济企业的业务流程、

经营场景和难点痛点有深入的了解与把握，并在此基础上通过不断磨合、协调来形成有效的数字化模

式。对于大型数字化平台企业而言，联合产业集群企业与当地政府共建“赋能平台”是可行的路径，但

需要完成一系列有针对性的功能开发与业务适应，不断构建信任基础、实现效率提升。

数实融合的障碍在微观层面就表现为成本与收益之间的关系条件无法得到满足。在企业形成数

实融合动机的环节，预期收益与预期成本之间的比较是决定性因素。对于实体经济企业而言，一方

面，尽管新一代数字信息技术应用能够带来的好处有目共睹，但预期收益应当是剔除维持现状的机会

成本之后得到的净增量。这不仅需要企业对数字技术运用带来的效果有更加直观的比较和深刻的认

识，还要求有更大范围、更深层次变革来推动。尤其对于一些传统经济部门而言，其现有技术和模式

往往较为成熟且运行良好，并由此形成了较为稳定的受益群体乃至政策支持，因而发生变革的机会成

本可能十分高昂（William and Peter， 2017）。只有在行业性生产方式变革和市场竞争加剧的情况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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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改变现状的机会成本才会迅速降低。此外，对于已经具有较大规模网络效应的数字经济企业而

言，它们与大量传统部门中的中小企业存在明显的谈判优势，因而在进入这些行业领域或地区市场时

会引发后者对未来合作结果的担忧和疑虑。还有一些数字经济企业的业务领域本身已经渗透到传统

产业领域，其推动实体经济企业数字化的进程会使后者产生被强大竞争对手吞并的恐慌。另一方面，

实体经济企业还会面临较高的预期成本投入。与购买信息技术产品或获得相应服务所支付的费用相

比，实体经济企业缺乏获得数字信息技术的途径，以及对后续数字化投入过程中各种成本不确定性所

导致的风险担忧是更为主要的。对于数字经济企业而言，它们或者需要发现有空间、有潜力的实体经

济行业，然后以各种投入进入该领域；或者需要找到优秀的实体经济企业作为合作伙伴，并在运用数

字技术提升生产、流通效率的过程中产生更多合作剩余。这一过程中都存在着较多不确定性。

在推进数实融合的过程中，实际发生的成本与收益是影响融合深度的关键因素。直接地，数实

融合过程必然会给企业带来新的软件、硬件、人力资源以及时间成本投入。数字信息技术发挥规模

效应与范围效应的前提是接入更多更广泛的用户群体，这就要求数实融合过程与网络外部性的产

生相伴随，否则便会形成“数据孤岛”或“数据烟囱”。同时，随着转型过程的不断深入，还有可能产

生数据安全与治理、组织变革与人才流失等新的风险。此外，数字经济企业与实体经济企业的谈判

势力落差还有可能引起合作成本与收益分配方面的矛盾乃至冲突，进一步加大融合成功的难度。

三、新型实体企业的出现及特点

推动数实融合需要考虑其微观层面的现实条件与障碍因素，这是依托市场机制发挥数字经济引领作

用并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基础。此间，微观领域出现了一批既具有传统实体经济企业“基因”，又以新一代

信息技术为支撑，能够在生产、流通过程中充分运用数字化、智能化手段，并依托其强大技术能力促进产业

链、供应链降本增效，发展出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的企业，它们被称为“新型实体企业”。

这是一个近年来出现的新提法。在中国知网以“新型实体企业”为标题关键词精确检索期刊报

纸文献得到的 33 条结果（截至 2023 年 6 月）中，有大于 3/4 发表于 2022 年之后，如图 3 所示。同时，

围绕新型实体企业的专题研究成果也开始出现。例如，中国企业评价协会在 2021 年 10 月发布了新

型实体企业 100 强排名；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研究院在 2022 年 5 月发布了《新型实体企业助力

六稳六保工作研究报告》，在 2023 年 4 月发布了《新型实体企业助力产业链自主可控研究》。

图 3　中国知网中“新型实体企业”关键词检索结果分布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知网检索结果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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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学术界、产业界对“新型实体企业”概念的表述尚有不同，该提法需要含义更加确切、内容

更为清晰的界定。把握这一提法的关键在于两个方面：一是理解“新型”所代表的不同于传统企业

的特点；二是明确“实体企业”的范围。通过汇总比较已有新闻报道、研究报告中围绕新型实体企业

特点的主要表述，大致可以归纳出以下观点。

新型实体企业的“新”，表明其应当体现出过去企业不具有或不明显的特点，可以从三个方面来

直接刻画：①运用新技术。新型实体企业大多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等新一代信息技术来

支撑生产、流通活动，数字成为新的生产要素。而过去的传统企业并不使用或并不能充分应用这些

技术，数字的要素属性未能得到体现，信息技术投入也无法产生足够的收益。②采用新业态。新型

实体企业大多采取线上与线下、虚拟与实体相互结合的运营方式，对生产、流通过程进行深入改造，

以此达到提高效率、降低成本的目的。而过去的传统企业主要以线下、实体为主，或采取线上与线

下间、虚拟与实体间相对独立的经营方式。③构建新模式。新型实体企业对产业链、供应链上下游

及多元化业务的整合程度明显更强，这是通过降低不同环节、不同主体间信息成本和流通成本来实

现的，从而达到更高水平的范围经济与规模经济，形成有机结合的“产业生态圈”。而过去的生产要

素整合面临管理成本、交易成本的权衡。

具备上述特点的新型实体企业，通常还会在要素投入、内部管理、行业联系等方面衍生出相应

的特征。典型地，新型实体企业必须在包括软件系统、设备产品等方面的数字信息技术应用研究中

加大投入，由此带来较强的技术能力；同时，要使线下实体布局与线上的数据云端、技术投放成为一

体，企业内部的组织架构、业务模块、绩效评价方式等也要适应经营空间的演变；并且，新型实体企

业所具有的正向网络外部性使其具有了“生态普惠性”，可以通过提供数字化服务，以数字化整合提

升供应链效率等方式为产业内的关联企业“赋能”。

值得注意的是，传统的综合商社、第四方物流等企业也具有帮助企业采购、销售商品或向客户

提供服务的角色。与之相比，新型实体企业在业务参与深度以及后台支撑技术方面有着较大区别。

一方面，新型实体企业通常能够深度参与到供应链上下游企业或客户生产、流通过程中，并为后者

提供全局性、战略性的经营决策参考。将客户企业的经营活动纳入产业生态圈之中参与整体优化

决策，这既不同于传统的纵向、横向一体化，也不是简单地以业务外包降低成本。另一方面，新型实

体企业强调以数字信息技术为支撑，以数字经济具有的普惠性、网络性作为实现手段的基础。这种

以新技术、新模式运用来实现降低成本提升效率的方式，能够为包括中小企业在内的多元主体间合

作提供市场化动机，而与传统意义上基于资本扩张、集团化运作以及构建企业间采销关联等方式形

成的合作有较大不同。

对于新型实体企业的“实体企业”，可以将其理解为“实体经济企业”的简称，它们应当属于实体

经济，这是相对于虚拟经济而言的。①关于实体经济的产业分类，黄群慧（2017）做出了 R0、R1、R2
的划分，其中，R0 为制造业，R1 在 R0 的基础上又包括了农业，R2 更进一步地包括服务业中的批发、

零售、餐饮、住宿、物流运输等。一般认为，实体经济不包括金融业、房地产等衍生投资、交易活动。

这对新型实体企业的行业范围做出了限定。此外，也有将“实体”理解需要为直接承担商品和服务

的生产、流通，而非纯粹地提供信息交换平台，这是承继“实体店”与“电商”的相对关系而来。但随

着线上线下融合的业态与模式创新，二者的界限正变得模糊。

①　从法律意义看，“实体”是指固定的住所和必要的资产，这是在中国注册成立企业的必要条件。就此而言，

并不存在“非实体企业”。“新型实体企业”中的“实体”显然不是这一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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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到，目前对新型实体企业的含义描述多在于表明这类企业通常所具有的特点，但其内涵

与外延仍有待进一步明确。尤其对于新型实体企业的多方面特征，是作为必有条件还是可有条件，

是描述性条件还是排除性条件等，仍有待进一步界定。后文在讨论新型实体企业时，将更多地侧重

于强调其既以新一代信息技术为支撑，又具有实体经济属性的突出特点，前者体现“新型”、后者表

明“实体”。根据新一代信息技术与数字经济之间的关系，可以进一步将新型实体企业界定为较好

地完成了数字产业化或产业数字化程度较深的实体经济企业，即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交集部分的

微观主体。

四、新型实体企业在推动数实融合中的作用

前面对新型实体企业的含义进行了讨论，接下来本文将结合具体案例说明，这些微观领域中出

现的新型企业主体既是实现数实融合的重要载体，又能作为数实融合的成果在进一步推进数实融

合的过程中发挥积极作用。案例素材主要通过两个渠道获取：一是本文研究团队在与京东集团持

续合作过程中的大量深入访谈，涉及京东集团内部管理层、合作品牌制造商，以及特色农产品产地、

大型物流基础设施所在地的市场主体经营者和地方政府官员等；二是公开文献资料，主要以前述新

型实体企业研究报告和百强排名为线索，搜集上市公司年报、官方网站、公众号内容以及公开新闻

报道等获得。

1. 新型实体企业是实现数实融合的重要载体

新型实体企业或依托数字经济“起家”并从事实体经济活动，或由传统实体经济企业数字化转

型而来，因此本身就是数实融合的重要实现载体。这是从新型实体企业“运用数字化、智能化手段”

的特点出发的，不仅包括原本就属于实体经济，并通过各种途径获得数字技术而完成转型的企业主

体，还包括数字技术、产品与基础设施领域中的实体经济企业，即同时涵盖数字产业化与产业数字

化领域的实体经济企业。将《数字经济统计分类》列出的行业与黄群慧（2017）的实体经济行业分类

结合，通过寻找二者的交集可以发现，数字经济涉及 156 个小类，对应国民经济行业 185 个细分行

业①。其中，有 62 个属于 R0（制造业），75 个属于 R1（制造业、农业、建筑业及其他工业），有 177 个属

于 R2（除金融、房地产以外的国民经济行业）。不难看出，数字经济领域的大部分行业具有实体经

济性质，即新型实体企业在数实融合程度较高的产业中占有较大比例。如果考虑前述新兴实体经

济企业直接从事生产流通活动而不同于互联网平台型企业的特征，则数字经济与 R2 口径下实体经

济共同确定的行业范围中有 172 个属于非平台类。

进一步地，新型实体企业“发展出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的特点，意味着进入这一范畴的微

观主体不仅属于“数字经济”“实体经济”的交集，还应当在新特征方面表现明显。国家统计局在

2018 年制定了《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统计分类》，其中有 353 个小类。本文以“智能”“智慧”

“数字”“电子”“数据”“互联网”“物联”“信息”“计算”等作为特征关键词，对类别名称和说明进行筛

选，得到了 105 个与数字经济有关的类别。其中，属于 R0 的小类有 23 个，R1 的有 26 个，R2 的有 97
个。在数字经济特征词与 R2 共同确定的小类范围中，有 84 个为非平台类。与数字经济相关的

105 个小类对应国民经济行业分类 424 个，其中，136 个属于 R0，143 个属于 R1，335 个属于 R2。若

①　大多数字经济行业小类都能够与国民经济 4 位数细分行业相对应，但也有部分数字经济行业只能归入国

民经济行业大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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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考虑非平台类，数字经济特征词与 R2 共同确定的小类与 309 个国民经济行业分类相对应。可以

看出，在技术、业态与模式创新方面，作为数实融合成果的新型实体企业也涵盖了较大范围，发挥

了重要作用。

2. 新型实体企业是推进数实融合的重要力量

前已述及，新型实体企业自身是数实融合的载体；进一步地，这些企业能够在推进技术、模式与

业态创新的过程中发挥自身优势，帮助更多的实体经济企业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降低成本、提高收

益、加快进程，同时弥补基础设施、专业人才等方面的短板。这有助于减小数实融合过程中的阻力，

突破障碍、创造条件，不断拓展数实融合的深度与广度。

（1）着力推动技术创新与突破，提升数字技术与装备自主化水平。数字信息技术本身的发展

水平与应用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数实融合能够产生的经济收益与社会影响。数字信息技术

进步迅速，体现出改进型创新与突破式创新相结合的特点，对企业自身跟踪发展前沿、开展研发创

新的能力提出了较高的要求。新型实体企业大多在技术研发上投入大量资金，通过科技手段与制

造工艺创新降低了生产成本，一方面为数字产品在实体经济中的推广应用创造了条件，另一方面

能够以此为基础构建行业生态、推动更大范围的数字化转型。例如，“京东方”在 2003 年通过海外

并购进入 TFT-LCD 行业，2019 年成为全球液晶电视面板出货量冠军，突破了来自日本、韩国等地

的技术封锁，终结了中国无自主液晶显示屏的时代，大大降低了国内用户使用这一重要数字化硬

件的成本。取得盈利和规模优势以后，京东方继续深耕市场，在将技术做深、做专、做精的同时，提

出“屏之物联”发展战略，搭建平台式发展基础，与合作伙伴一起不断开拓细分场景，推动行业智能

化转型。

（2）主动接触多元化市场主体，降低数字化转型的门槛，减少“数字鸿沟”。一些传统产业的生

产经营主体缺乏与现代数字信息技术对接的途径和能力，是造成数字鸿沟的重要原因。而新型实

体企业能够主动地想方设法，创造与这些经营者接触的条件和途径，通过提供数字化解决方案，以

直接的新技术、新模式应用降低后者的转型成本，突破现实障碍，并与之分享数实融合所产生的合

作收益，实现基于数字化的长期发展。例如，京东自 2018 年起与河北承德宽城板栗产区开展深度

合作，通过“自有品牌+工厂+合作社+农户”的模式，从板栗品种选育到种植、再到加工为成品，以

“京东京造”品牌快速销往全国各地。2021 年，京东生鲜联手江苏宿迁农业农村局形成政企合作模

式，在上游帮扶农户组建规模化的合作社生产单位，形成大闸蟹科学、标准化的养殖体系；在中游建

立行业领先的大闸蟹全流程保障体系，进行全方位品质把控；在下游进行线上线下全渠道营销，支

持品牌孵化。

（3）支持企业等经营主体进入数字生态圈，深化供应链、产业链全方位合作，突破“孤岛效应”。

数字化转型收益的高低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能否联通更多同样已经具有数字能力的合作伙伴，共

同完成场景应用，直至形成网络效应。一些新型实体企业能够利用其构建的数字化生态圈，直接帮

助进入其中的企业降低搜寻成本、整合行业资源，从而提升产业内合作效率，增加产品附加价值。

例如，京东在 2019 年与北京汽车开展合作，在研发、生产、运营、营销及售后服务等供应链核心环节

全面介入。以此为基础，双方在工业品数字化采购、零配件物流智能供应链、智能座舱和无人物流

车、汽车保养维修服务、企业数字化运营管理及数字化营销等方面进一步推进合作，在深入产业活

动的过程中形成更大的数字化收益。

（4）利用强大的一体化供应链整合与服务能力，帮助实体经济企业依托数字信息技术有效降

低经营成本、提高运营效率。如前所述，实体经济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动力来自新技术、新方法相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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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旧模式、旧手段能够带来改进所形成的预期收益。新型实体企业积累的巨量数据信息与强大技

术能力，为基于大数据的决策优化提供了条件，这能够为企业提供直达运作层面的智能化建议，比

原有依托少量、局部数据采取的普通供应链优化算法更能提升采购与销售物流活动效率（焦豪等，

2021）。并且，在作为“软件”的数据与技术背后，还有作为“硬件”的仓配基础设施的支撑，由此形

成不同于传统第三方、第四方物流功能划分的“跨界”整合效应。例如，沃尔沃与京东物流开展合

作，利用积累的运营数据实现系统仿真，寻找最优的仓网规划方案和库存计划模型。京东物流能

够在“仓网”（实体货仓）与“云网”（云端数据）深度协同的基础上，根据不同配件的消耗频率、不同

地域的个性化需求，分别建立前置快流仓、中流仓及慢流仓，满足差异化补货需求，同时优化库存

成本。

（5）在自身发展过程中助力培养适应行业发展需求的数字化人才。数实融合需要大量既了解

数字信息技术，又熟悉其产业化应用条件和场景的专业型、复合型人才。新型实体企业能够通过

建立能力标准、教学体系为人才培养提供长期支撑，弥补高校人才培养实践性不足的短板，形成支

持数实融合不断推进的人才梯队。例如，华为在开展信息通信技术（ICT）人才需求调研的基础上

制定“国家 ICT 人才能力框架”，协助政府、高校、企业建立 ICT 人才培养体系。同时，华为还主导建

立了校企合作项目“华为 ICT 学院”，面向在校大学生传递华为信息技术与产品知识，鼓励学生参

加华为技术认证，培养适应产业链发展要求的创新型和应用型技术人才。目前，“华为认证体系”

已经成为涵盖 ICT 多个领域、且具有较高社会认可度的企业认证。这些做法能够增加数字信息技

术人才供给，为谋求数字化转型的企业降低在劳动市场中的搜寻成本和自身培养数字化人才的

投入。

上述机制体现了在矛盾对立与统一中辩证发展的规律性特征（见图 4）。如前所述，新型实体

企业是能够在实体经济领域中充分运用数字信息技术的企业，本身可以被看作是数字信息技术与

实体经济企业融合的结果。无论其过程是以数字产业化为主还是以产业数字化为主，融合便意味

着都突破了“数”与“实”之间的矛盾而实现了统一，体现“数”对“实”的否定之否定。在此之后，具

有了数字化特征的新型实体企业又与没有充分吸收应用数字技术的实体经济企业形成矛盾关系，

并在新一轮的否定之否定中与后者相统一。因为新型实体企业具有数字信息技术的应用能力，其

与实体经济企业融合的过程也就具有了数实融合的属性。此后这一过程还会不断继续下去，并在

产业层面体现为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交集部分在曲折发展中不断扩大，在微观层面则表现为通过

“滚雪球效应”产生更多的新型实体企业。此时，与“实”相对并参与融合的“数”不是纯粹的数字技

术，而是承载了数字技术并同时包含其应用模式、业务场景甚至具有网络效应的数字经济企业。

图 4　新型实体企业推动数实融合的辩证发展规律

新型实体企业之所以能够在进一步推动数实融合中产生较好的效果，很大程度上在于其自身

已经实现了相对丰富的数实融合应用形式，一方面可以较为直接地以推广复制的方式推动数字信

15



何德旭等：新型实体企业促进数实融合提升发展质量

息技术的实际应用，另一方面可以将实体经济企业的初期投入转变为与数字经济企业之间的合作

成本，并通过已经形成的良性循环机制产生合作收益，在扩大网络经济效应的过程中加以“内化”。

这也意味着，新型实体企业在支持尚未充分利用数字信息技术的实体经济企业完成数字化“第一推

动”的同时，还能够加速形成甚至同步产生改善后者经营能力的效果，从而解决实体经济企业数字

化转型实际收益或预期收益不足的问题，由此带来的正向反馈又将继续推动数字化应用程度的不

断加深。

五、新型实体企业推动数实融合的社会经济效果

在数实融合过程中，实体经济的运行方式、内在关联乃至要素基础都在发生变化，这已经成为

拓展实体经济内容的重要途径（夏杰长，2022）。新型实体企业作为数实融合的成果，进一步推动数

实融合的优势将更多地体现在网络效应、协同效应的发挥上，尤其表现在将更多实体经济领域的微

观主体纳入其已经形成正向反馈的良性循环，产生贯通产业链供应链、突破数字化重点难点的效

果。在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背景下，这种变化将从畅通经济循环、拓展增长空间、促

进转型升级等多个方面推动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不仅如此，数实融合还为改善城乡公共治理、提

升公共服务水平提供了更多的方式和途径，由此对多个领域产生积极影响。接下来，本文将继续结

合与京东集团合作获得的调研信息和公开文献资料，对新型实体企业推动数实融合的社会经济效

果进行分析。

（1）提高经济活动的投入产出效率。数实融合本身有助于提升生产、流通效率，而新型实体企

业进一步推动的数实融合能够更好地利用数字经济所具有的生态圈属性和广泛采用的平台型模

式，通过规模经济、范围经济来发挥网络外部性。例如，海尔集团搭建了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数字

化、智能化开放平台“COSMO Plat”，实现以用户体验为中心的大规模定制（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

究院，2020）。这一平台以“望闻问切”的方式深入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实际，并能够以“兼容并蓄”

“有无相生”的方式聚合、撬动行业资源（孙新波和张明超，2023）。一方面，用户端的顾客信息和订

单需求可以通过海尔定制体验平台等端口直接传递到工厂，产品端的用户体验则可以随时反馈给

企业生产流程各个节点。另一方面，全供应链数据信息实现了贯通整合与生产协同，数字化、智能

化的生产过程深度感知、智慧决策、自主执行与精准控制，降低了次品率以及物料、在制品等存货资

金占用，提升了全行业的生产效率与材料、能源使用效率。又如，2021 年开仓运营的京东物流乌鲁

木齐“亚洲一号”配置了全球领先的自动化分拣设备和智能控制系统，消费者下单后的信息可通过

“智能大脑”系统瞬时发至仓库，日分拣处理能力可达 100 万件，基于“蚁群算法”的分拣精准率则接

近 100%。由此，乌鲁木齐 80% 的订单可实现当日达、次日达，新疆其他地区的包裹到达时效也缩短

了 2 天以上。

（2）促进更大范围的共建共享。社会经济发展要达到“人人参与、人人获益、人人都有成就感”

的状态，但在市场机制作用的范围内，建立这种状态需考虑微观企业主体的行为动机。对于新型实

体企业而言，其推动新业态、新模式发展的动力可以来自扩大已有数字技术成果的应用空间，包括

吸收更加多元化的用户群体，形成更具广域价值的数据资产。这就为建立能够使更大范围群体获

益的数字化合作机制提供了条件，而从短期、局部的视角看这样的做法可能“无利可图”。例如，京

东健康“互联网医院”推出了一系列在线问诊、远程医疗乃至专家咨询服务，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患

者出行不便等原因导致的看病难问题。

16



2024年第 2期

（3）提升城乡经济发展协调性。新型实体企业在推动具有全产业链属性的数实融合方面具有

优势，这能够有效促进城市与农村间要素、商品的双向流动，为农村产业发展开创“广阔天地”。典

型地，京东集团针对传统地标农业普遍存在的规模小、收益低、产业链短、线上销路不畅、仓配运设

施不齐全等问题，探索出“政府+合作企业+京东”三方联动的国家地标产业发展战略，打造全产业链

合作、深度共建、品牌保护、品牌推广的四大模式，推动五常大米、宿迁霸王蟹、大连海参等农产品产

地品牌建设。

（4）加快自身及行业的绿色发展转型。数字技术可以为生产工艺与能源使用的绿色化转型提

供支撑，而新型实体企业的作用还突出表现在支持供应链上下游实现高效衔接与整合协同，从而有

效减少迂回、重复的流通活动，并在更大范围内促进包装减量化、提高循环使用率。典型地，京东物

流在 2017 年联合宝洁、联合利华等多家品牌商共同发起“青流计划”，通过采用出厂原包装、节约物

流环节二次包装，每年减少 1.5 亿个纸箱的使用；通过与 50 多家企业联合推广简约包装，提升纸箱

的重复利用率，每年减少 1 亿多个纸箱的使用。

（5）助力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这也是依托于新型实体企业已经建立的复合业务模式，通过扩

大经营生态圈实现的，表现在为更多实体生产企业提供国内外一体化的供应链服务，使其在国内市

场销售商品的同时就能更为便利地进入海外市场（王健和诸子怡，2022）。其效果是，降低生产制造

企业开拓国际市场空间的成本与门槛，协调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并推动出口贸易高质量发展。

例如，京东自 2015 年开始布局东南亚，已经先后在印尼和泰国落地了本地电商，帮助超过 100 个中

国品牌落地东南亚。来自中国的数码 3C、家电、日用品、时尚产品等受到当地消费者喜爱。2020 年

以来，京东加速海外新基建布局，相继在美国、德国、荷兰、法国、英国、越南、阿联酋、澳大利亚、马来

西亚等地落地自营海外仓。目前，京东除拥有海外仓、保税仓以外，还通过自营包机、国际海运、中

欧班列和国际卡车等建立了近千条国际运输线路，国际供应链网络可达近 230 个国家和地区，最快

可实现门到门 48 小时送达。

（6）提升社会公共治理和公共服务水平。这一作用已经涉及政府与市场之间的交叉领域，但其

实现基础仍在于新型实体企业在技术要素利用、数据资源开发以及网络效应发挥等方面的综合优

势。例如，数字信息技术与城市建设相结合有助于政策的有效落地。京东集团构建的“智能城市消

费促进平台”定位为服务城市消费决策制定、消费政策落地和消费资源发放的数字化综合服务平

台，能够通过消费券、会员、权益、积分、营销体系来连接政府、商家和居民消费，并面向商文旅、便民

服务、城市级门户入口及消费促进中心场景提供数智化综合解决方案，由此成为城市居民消费促进

的数智化“新基建”。又如，“数字乡村”为乡村自治与公共服务触达提供了更多的方式、更佳的实现

路径。中国联通从乡村数字化建设的实际需求出发，围绕在线智慧党建、乡村数字治理、乡村数字

经济、信息惠民服务、乡村网络文化、乡村绿色生态 6 大领域，打造了近 200 款应用，借助其数字平台

与应用，乡镇能够加快推动基层党组织上“云”，加强乡村党务政务村务信息化建设，增强农村社会

综合治理数字化能力。

六、总结、展望与政策建议

推进数实融合是拓展经济增长空间、形成发展新动能的重要途径。本文对数实融合的概念含

义进行了辨析，认为从“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的角度加以理解时能够体现更为丰富的含义，

并更加完整地反映现实产业活动。在数实融合过程中，技术要素利用、数据资源开发与网络效应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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挥是主要形式，但不同产业领域中这些数实融合形式的实现基础存在差异，进展程度也有所不同。

在微观层面，数实融合的障碍主要体现为实体经济企业与数字经济企业的成本与收益条件不能总

是得到满足。能够依托强大数字技术能力，促进产业链、供应链实现数字化与智能化转型的新型实

体企业受到业内关注。可以认为，新型实体企业是较好地完成了数字产业化或产业数字化程度较

深的实体经济企业，即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交集部分的微观主体。它们既是数实融合的重要载体，

又能够作为数实融合的成果，依托已经实现的较为丰富的数实融合应用形式与更多实体经济企业

开展有效合作。其核心机制是使后者的初期投入成本在数实融合的良性循环中得到“内化”，使微

观主体推动数实融合的动机得到更好满足，同时加快形成正向反馈，并随着这一过程的持续推进形

成“滚雪球效应”。这一过程中，新型实体企业在形成网络效应、协同效应上的优势将得到发挥，进

而产生提升社会经济发展质量的效果。

可以预见，未来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的步伐将进一步加快。一方面，数字经济带来的行业

性变革已经发生，大量新型实体企业的出现使竞争格局发生了改变，影响产业链整体效率提升的瓶

颈有望在市场力量的推动下被逐渐突破。另一方面，实体经济领域中数字化发展提升的空间也更

为广阔，已有的数字化实践经验将在更大范围内得到推广，着力推动改造升级的实体经济企业有望

由大型企业或龙头企业扩大至更多的中小企业，使数字经济的红利实现行业普惠共享（李雪松，

2023）。这一过程对市场发展环境提出了更高要求。数字经济是典型的创新驱动型发展领域，既需

要高质量的创新要素，也需要较为完备的创新生态体系，以此不断提升由市场驱动各类微观主体自

主创新的能力。同时，数字经济的发展依赖于数字资产的积累与应用，其低边际成本性质决定了数

字经济行业本身容易形成头部企业垄断。而随着对数字经济企业行为特点的认识不断深入，立法

与监管应进一步完善，企业行为也要更加规范。基于上述分析，接下来的政策重点是要进一步完善

有利于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的顶层设计，营造公平、有序、开放的市场环境，为包括新型实

体企业在内的各类微观主体发挥作用创造条件，进而推动各领域、多层次、系统化的数实融合进程。

（1）探索建立数字化企业与实体经济企业间开展合作的有效模式，促进新型实体企业本身的形

成与发展。其核心是为数字技术或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之间的相互融合搭建桥梁、优化条件。其

中，既包括由前者为后者提供数字产品与服务，也包括后者向前者开放数据，还包括双方合作开发

产品与服务等。要支持行业组织、地方政府搭建数实融合对接平台，有效推进数字产业化与产业数

字化。尤其要加强对具有一定规模的农业生产经营者、传统制造企业的引导和鼓励，为其获得数字

信息技术产品及服务提供帮助，特别要解决好数据采集、存储、分析等数字化转型的基础投入问题，

使之在当地或所属行业实现高水平数实融合的过程中发挥示范者和引领者的作用。

（2）为新型实体企业创造更加良好的制度环境，支持其依托已有数实融合应用与实体经济企业

开展进一步合作。一方面，要积极推动数据要素市场形成与发育，为新型实体企业挖掘数据资产价

值，增强规模经济、范围经济效应提供渠道。应着力构建数据要素市场化流动机制，完善数据安全

监管措施。要发挥好国家数据局的作用，建立数据资源标准体系、促进数据市场交易流通，培育多

元化的数据要素开发利用应用模式。要加强数据要素市场交易主体与流通主体的培育，尤其是培

育能够提供数据服务的数据中间商。数据中间商可以由新型实体企业的“生态圈”企业孵化而来，

从依赖生态圈内部的“数据赋能”向形成市场化的数据交易发展，从而为第三方交易定价提供参照，

并不断拓展数据资源的中间市场供求。另一方面，要重视中观、微观政策，调动多元主体的积极性，

构建具有创新、创造活力的数字化生态，支持新型实体企业扩大网络经济效应。在产业政策上，要

继续支持以政府采购方式促进数字经济融入智慧城市、数字乡村建设，提高城乡治理及公共服务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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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水平。同时，应不断优化政府数字化中的采购行为，在引入竞争的同时提升其系统性、持续性与

开放性，避免形成新的“数据孤岛”。要支持新型实体企业通过跨地区、跨行业经营培育扩大其生态

普惠性的做法，降低产业数字化转型门槛、提升转型收益。在竞争政策上，应针对数实融合发展进

程中出现的新现象、新问题强化研究，在充分研判论证的基础上合理制定监管规则；对存在争议、难

以统一意见的，则应保持审慎监管态度。此外，应当根据新领域、新模式快速发展的需要，探索建立

支持创新的政策容错机制，提升制度创新积极性。

（3）将推动数实融合与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战略相结合，为新型实体企业以“滚

雪球效应”促进更大范围的数实融合提供要素支撑。一方面，要进一步推动关键数字技术研发、创

新与应用，为侧重数字产业化的新型实体企业进一步拓展“数字赋能”实体经济潜力提供基础。要

着力突破关键领域发展瓶颈，针对高端芯片、操作系统、人工智能关键算法、传感器等方面存在的短

板，通过建立合作创新平台、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改善创新激励机制等方式，推动高校、科研院所、企

业研发部门等整合力量、实现突破。尤其要推动创新资源的分配机制改革，使更多包括新型实体企

业在内的市场主体在技术创新与应用研究中发挥积极作用。要同步加强基础理论与现实应用研

究，促进数字信息技术与生命科学、材料科学、企业管理学等领域的交叉合作与创新，在捕捉并紧跟

国际前沿动态的同时，提升自主创新与研发能力，形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原创成果。另一方面，要

推动适应数实融合发展要求的复合人才培养体系建设，为新型实体企业推动更大范围的产业数字

化提供充足的人才要素。要探索制定梯度式的教育培养方案，并根据实践发展进行动态优化。以

此为依据，建立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的交叉学科，推动多层次的学科专业与课程体系建设，培养具

有多学科背景的复合型人才。要不断促进产学研之间的有效协作，构建理论学习与企业实践相结

合的人才培养模式，支持地方特色院校“围绕产业办专业”，并探索建立允许数字技术人才在科研院

所、高校、企业之间自由流动的体制机制。

（4）要从优化投资方式、完善数字基础设施等方面入手，降低各类市场主体开展数实融合的总

体成本、改善各方合作预期。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等关键数字技术在提升实体经济发

展效率和质量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同时也能够为新兴产业的迭代创新和持续发展提供支撑。但这

些基础设施建设也面临投资成本高、回收周期长、收益风险大等问题。要从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提

高政策的长期性和稳定性等方面入手，充分调动社会资本参与的积极性，建立涵盖多元主体的数字

基础设施建设投融资体系。作为其配套条件，政府应当建立更加完善的标准规范，明确数字基础设

施的定义、范围与分类，在为投资活动提供引领的同时，配合采取税率、利率优惠等财政金融支持

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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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urrently， the innovative development and industrial application of the new generation 
of digital information technology have had a profound impact on society and economy. Now， it is 
necessary to conduct in-depth research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igital-substantive integration and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substantive enterprises， the mechanisms by which substantive enterprises 
acquire digital technology and integrate it into production and distribution activities， and the role of 
digitized substantive enterprises in further digital-substantive integration.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meaning of digital-substantive integration， and its specific forms and obstacles at the micro level， and 
examines the new substantive enterprises that emerge in the process of digital-substantive integration and 
their role in further integration.

This article first analyzes the meaning， form， implementation conditions， and obstacles of the 
digital-substantive integration. It is believed that interpreting the word “digital” of the digital-substantive 
integration as digital economy rather than simply digital technology can reflect a richer meaning and a 
more complete scene of real industrial activities. The utilization of technological factors， the 
development of data resources， and exerting network effects are the main forms in the process of digital-
substantive integration， but their implementation foundations and progress vary in different fields. At the 
micro level， the cost-benefit conditions of substantive enterprises and digital enterprises cannot always 
be met， which is the main manifestation of the obstacle to the digital-substantive integration.

This article examines the concept of new substantive enterprises that emerge in the digital-
substantive integration， and analyzes its potential role based on research information obtained through 
cooperation with JD Group and available literature. New substantive enterprises are those that have 
successfully completed digital industrialization or have a deep degree of industrial digitization. They are 
not only important carriers of digital-substantive integration， but also can leverage the advantages of 
network and collaborative effects based on the rich forms of digital-substantive integration applications 
that have been implemented. In the process of cooperating with more substantive enterprises， they 
internalize initial investment costs and accelerate the formation of positive feedback， thereby forming a 
snowball effect of digital-substantive integration and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t is necessary to further improve the top-level design that is conducive to the integr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digital economy and the substantive economy， and create a fair， orderly， and open 
market environment. On the basis of promoting 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new substantive 
enterprises， we should combine the promotion of digital-substantive integration with the strategy of 
building an education powerhouse， a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owerhouse， and a talent powerhouse， 
providing factor support for new substantive enterprises to promote a larger scale of digital-substantive 
integration through the snowball effect. At the same time， it is necessary to reduce the overall cost of 
digital-substantive integration for various market entities and improve cooperation expectations among 
all parties.

The innovation of this article lies in： proposing to fully understand the digital-substantive 
integr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xpanding the intersection of the substantive economy and the digital 
economy， rather than overly focusing on the perspective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substantive 
enterprises； pointing out the role of new substantive enterprises， as a result of digital-substantive 
integration， in further promoting the digital-substantive integration and the reasons behind it， in order to 
illustrate the dialectical development of digital-substantive integration in the view of the law of unity of 
the opposi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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